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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混搭产品因涉及到不同国家的文化符号的同时呈现, 可能导致母国文化的完

整性与生命力受到威胁, 引发外国文化入侵母国文化的感知进而降低消费者的产品评价。本

研究从文化混搭产品的营销传播视角出发, 基于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 探讨了不同信息表述

框架策略的采用会如何影响消费者的文化入侵感知进而影响他们对文化混搭产品的评价, 

并重点探究了它可能存在的两个边界条件, 即消费者的比较焦点和企业的不同解释策略。两

个实验的结果不仅再一次验证了前人所得出的研究结论, 即文化混搭产品采用“外国文化−

母国文化”的框架策略时, 会使消费者产生外国文化改变了母国文化的感知, 导致消费者对

产品的评价要显著低于采用“母国文化−外国文化”的框架策略, 其中感知文化入侵起着完全

中介的作用。更重要的是, 深入揭示出上述的这种不同文化混搭框架效应只有在启动的是消

费者的差异性聚焦以及企业采用的是属性解释策略时才存在, 而当启动的是消费者的相似

性聚焦以及企业采用关系解释策略时, 这一效应将会消失。本研究不仅深入剖析出了引发消

费者对文化混搭现象产生排斥性反应的内在机理, 拓展了前人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也为企业

的文化混搭产品的营销推广提供了有用的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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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问题提出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我们即便不出国门, 也可以享受到全世界各地

的产品或者服务, 即便是足不出户也能体验到世界各国不同的风俗、传统和文化。在全球化

社会中, 我们常常会发现, 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象征性符号常常在相同的地点或同一产品上

出现, 文化混搭产品就是来自两个或更多国家的文化符号同时呈现其中的产品(Cui, Xu, 

Wang, Qualls, & Hu, 2016), 如北京烤鸭披萨、星巴克月饼和米饭汉堡等。对于这样的文化混

搭产品, 有的会让人们觉得耳目一新、极具创意, 但有的却让消费者觉得反感甚至是感到厌

恶。而更有趣的是, 就算面对同一文化混搭产品人们也有可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反应。

例如, 对于美国梦工厂制作的《功夫熊猫》电影, 喜欢的人认为这是一只中国熊猫在讲美国

故事, 讨厌的人却觉得这是一只在讲美国故事的中国熊猫。 

那么, 究竟哪些因素会调节消费者对文化混搭产品的反应呢？纵观现有的文化混搭研

究, 学者们主要都是从文化混搭的自身特征如内群体文化符号的卷入与否(Cheng, Leung, & 

Wu, 2011; Cheon, Christopolous, & Hong, 2016)、文化符号之间的混搭程度(Chiu, Mallorie, 

Keh, & Law, 2009; Yang, Chen, Xu, Preston, & Chiu, 2016)、文化符号的象征性水平(Yang et al., 

2016)以及文化之间的力量对比(Cheng, 2010)等, 以及消费者的个体特征如消费者的文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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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Morris, Mok, & Mor, 2011; Shi, Shi, Luo, & Cai, 2016)、认知性需求(Torelli, Chiu, Tam, Au, 

& Keh, 2011; Keersmaecker, van Assche, & Roets, 2016)、死亡忧虑(Torelli et al., 2011)等来进

行探讨, 却较少从企业营销传播的视角去探讨如何提高消费者对文化混搭产品的评价。因为

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不仅会受到产品自身因素和消费者因素的影响, 还会受到企业的营销

传播因素的影响(Homer & Yoon, 1992)。目前仅有 Cui 等(2016)的研究探讨了在文化混搭产品

的营销传播过程中, 不同的产品信息表述框架策略的采用对消费者的文化混搭产品评价的

影响。 

基于语言心理学和营销学中有关混合产品的研究, Cui 等(2016)定义了文化混搭产品的

两种框架类型, 一是“外国文化−母国文化”, 即外国文化作为修饰类别, 而母国文化作为主

类别; 二是“母国文化−外国文化”, 即母国文化作为修饰类别, 而外国文化作为主类别。根据

Rajagopal 和 Burnkrant (2009)的研究可知, 对于以概念组合(即“名词−名词”)形式作为标签的

混合产品来说, 当修饰类别与主类别差异明显时, 修饰类别便难以同化进主类别当中, 主类

别会被感知为被修饰类别改变成了一个子类别。而因为两种文化的同时呈现会扩大文化之间

的感知差异性(Chiu et al., 2009), 因而当文化混搭产品采用不同的概念组合标签时, 便会引

发消费者产生外国文化(母国文化)改变母国文化(外国文化)的感知。而由于存在内省错觉

(Pronin, Kruger, Savtisky, & Ross, 2001), 当感知外国文化改变了母国文化时, 个体更可能进

行“外省”, 进而引发文化保护的动机, 降低对文化混搭产品的评价, 而当感知母国文化改变

了外国文化时, 个体更可能进行“内省”, 进而唤起文化学习的动机, 提高对文化混搭产品的

评价。因此, 当采用“外国文化−母国文化” (即讲美国故事的中国熊猫)的框架策略时, 消费者

对文化混搭产品的评价将明显低于采用“母国文化−外国文化” (即中国熊猫在讲美国故事)的

框架策略时。 

然而, 对于这种不同文化混搭框架效应的深层作用机制以及其可能存在的边界条件却

并未进行深入的探讨, 对于在何种情况下该效应会增强或者减弱也不甚清楚, 而本研究便旨

在解决这些问题。现有研究指出, 保护文化纯洁性是人类的一种本能(Kashima, Halloran, Yuki, 

& Kashima, 2004), 当母国文化符号与有着明显差异的外国文化符号进行混搭时, 若感知外

国文化可能污染或改变母国文化, 威胁到母国文化的完整性和生命力, 便会引发文化入侵感

知(Chiu, Gries, Torelli, & Cheng, 2011)。这意味着, Cui 等(2016)提出的不同文化混搭框架效应

的存在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感知混搭的母国文化符号与外国文化符号之间存在明

显差异; 二是感知到外国文化可能污染或改变母国文化。据此, 我们提出了不同文化混搭框

架效应的两个调节变量, 一是消费者比较焦点, 即消费者的注意力是聚焦在混搭的不同文化

符号之间的差异性还是相似性上, 这会影响感知到的母国文化符号与外国文化符号之间的

差异性程度; 二是企业不同解释策略, 即企业对不同文化混搭框架采用的是关系解释还是属

性解释, 这会影响消费者感知到的外国文化改变母国文化的程度。综上所述, 本研究将基于

企业营销传播的视角, 采用框架理论, 深入探讨不同文化混搭框架策略对文化混搭产品评价

的影响, 并重点检验了消费者比较焦点和企业不同解释策略的调节效应。 

1.2  研究假设 

1.2.1  消费者比较焦点的调节作用 

根据 Rajagopal 和 Burnkrant (2009)的研究可知, 对于采用“外国文化−母国文化”和“母国

文化−外国文化”框架策略的文化混搭产品来说, 只有当个体感知到混搭的外国文化与母国

文化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时, 才会产生外国文化(母国文化)改变母国文化(外国文化)的感知。

现有研究已经表明, 曝光于文化混搭面前会促使个体聚焦于文化差异上, 进而扩大文化之间

的感知差异性(Torelli et al., 2011; Li, Kreuzbauer, & Chiu, 2013)。而比较焦点能够促使个体更

多的去关注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或相似性, 进而增强文化之间的感知差异性或相似性

(Peng & Xie, 2016)。Mussweiler 和 Damisch (2008)指出, 当启动相似性聚焦时, 个体会更关注

ch
in

aX
iv

:2
01

80
9.

00
07

7v
1

ChinaXiv合作期刊



比较目标(如外国文化)和标准(如母国文化)之间的相似性, 而当启动差异性聚焦时, 个体会

更关注比较目标和标准之间的差异性。Cheng 和 Leung (2012)与 Peng 和 Xie (2016)的研究则

发现, 当促使个体聚焦于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似性时, 会降低文化之间的感知差异性, 而当启

动个体的差异性聚焦时, 则会提高文化之间的感知差异性。 

据此, 我们推断, 当启动差异性聚焦时, 若采用“外国文化−母国文化”的框架策略, 会增

强外国文化改变了母国文化的感知, 进而引发文化入侵的担忧, 从而降低对文化混搭产品的

评价, 而若采用的是“母国文化−外国文化”的框架策略, 则会引发母国文化影响了外国文化

的感知, 从而提高对文化混搭产品的评价。而当启动相似性聚焦时, 因为外国文化与母国文

化之间的感知差异性降低, 因而当采用“外国文化−母国文化”的框架策略时, 会削弱外国文

化改变了母国文化的感知, 从而提高对文化混搭产品的评价, 而当采用“母国文化−外国文化”

框架策略时, 也会降低母国文化影响了外国文化的感知, 从而降低对文化混搭产品的评价。 

H1：当启动消费者的差异性聚焦时, 他们对采用“母国文化−外国文化”的框架策略时的

文化混搭产品的评价要显著高于采用“外国文化−母国文化”的框架策略时。 

H2：当启动消费者的相似性聚焦时, 他们对采用“母国文化−外国文化”和“外国文化−母

国文化”的框架策略时的文化混搭产品评价之间将不会存在显著差异。 

H3：感知文化入侵中介了二元文化混搭框架策略和消费者比较焦点对文化混搭产品评

价的交互影响。 

1.2.2  企业不同解释策略的调节作用 

现有研究发现, 对于同一“名词−名词”的概念组合, 当采用不同的解释策略时会影响将

概念组合进行子类别化的程度。Wisniewski (1996, 1998)指出, 对于概念组合通常具有两种不

同的解释策略：一是属性解释, 即将修饰类别的一个或多个属性以某种方式映射到主类别; 

二是关系解释, 强调的是修饰类别和主类别的指涉物之间的一种主题关系。而 Rajagopal 和

Burnkrant (2009)则发现, 对于同一概念组合, 当采用属性解释时, 主类别因为具有了修饰类

别的某些属性或特征, 更易产生修饰类别改变了主类别的感知, 因而个体更可能将概念组合

进行子类别化; 而当采用关系解释时, 只是试图以某种内在关系将修饰类别与主类别联系在

一起, 并没有相关属性从修饰类别转移到主类别之上, 不易产生修饰类别改变了主类别的感

知, 因此更不可能将概念组合进行子类别化。此外, Sujan 和 Bettman (1989)也指出, 当感知

一个产品具有与它所属的产品类别明显不一致的属性时, 它便会被子类别化, 即被类别不一

致属性改变成了一个独特的类别成员。 

据此, 我们推断, 当采用的是属性解释策略时, 若采用“外国文化−母国文化”的框架策

略, 母国文化便具有了外国文化的某些特征, 个体就更可能产生外国文化改变了母国文化的

感知, 从而引发对文化入侵的担忧, 进而降低对文化混搭产品的评价; 而若采用“母国文化−

外国文化”的框架策略, 外国文化便具有了母国文化的某些特征, 个体就更可能产生母国文

化影响了外国文化的感知, 从而提高对文化混搭产品的评价。而当采用的是关系解释策略时, 

若采用“外国文化−母国文化”的框架策略, 就会降低外国文化改变了母国文化的感知, 从而

削弱消费者对文化入侵的担忧, 进而提高对文化混搭产品的评价; 而若采用“母国文化−外国

文化”的框架策略, 就会削弱母国文化影响了外国文化的感知, 从而降低对文化混搭产品的

评价。  

H4：当采用的是属性解释时, 消费者对采用“母国文化−外国文化”的框架策略时的文化

混搭产品的评价要显著高于采用“外国文化−母国文化”的框架策略时。 

H5：当采用的是关系解释时, 消费者对采用“母国文化−外国文化”和“外国文化−母国文

化”的框架策略时的文化混搭产品评价之间将没有显著差异。 

H6：感知文化入侵中介了二元文化混搭框架策略和企业不同解释策略对文化混搭产品

评价的交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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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 本文将通过两个实验来验证所提出的研究假设。实验 1 旨在再次验证不同文化

混搭框架效应, 并重点探讨了消费者比较焦点的调节作用, 实验 2 则检验了企业不同解释策

略的调节效应。 

 

2  实验 1：消费者比较焦点的调节作用 

实验 1 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再次验证不同文化混搭框架策略对消费者文化混搭产品评

价的影响, 以及感知文化入侵的中介作用; 二是验证消费者比较焦点对不同文化混搭框架效

应的调节作用。我们预测, 当启动差异性聚焦时, 消费者对采用“母国文化−外国文化”的框架

策略时的产品评价要显著高于采用“外国文化−母国文化”的框架策略时; 而当启动相似性聚

焦时, 消费者对采用这两种文化混搭框架策略时的产品评价之间将不会有显著差异。 

2.1  实验设计与被试 

我们在湖北文理学院校招募了 279名本科生(n 男生 = 134, n 女生 = 145; 平均年龄 19.80 岁)

参与实验, 并将他们随机分配到 2(二元文化混搭框架策略：外国文化−母国文化 vs.母国文化

−外国文化)×3(消费者比较焦点：相似性聚焦 vs.差异性聚焦 vs.控制组)的组间设计中的 6 个

实验组当中。 

2.2  实验步骤与刺激物 

邀请被试参与一项名为“大学生认知理解能力与产品态度调查”, 并告知调查将由两个

无关的小研究组成, 为了提高调查效率便一次性进行, 请被试仔细观看与阅读材料, 然后认

真回答之后的问题。首先, 被试看到的是一个名为“观察与理解”的研究, 其真实目的是操控

被试的比较焦点。在这个任务中, 我们指示被试仔细观察和对比两个图, 然后认真回答之后

的问题。至于不同文化混搭框架策略的主效应和比较焦点的调节作用则在第二个名为“新产

品调查”中进行, 让被试评价一款由美国公司设计的即将进入中国市场的产品。 

在“观察与理解”实验中, 我们对比较焦点的操控采用了 Mussweiler 和 Damisch (2008)的

启动方法, 即让被试仔细观看放在同一页上的两个场景图。在差异性比较的情况下, 让被试

仔细对比两个图并写下他们之间的所有不同之处, 而在相似性比较的情况下, 则让被试仔细

对比两个图并写下他们之间的所有相似之处。在被试完成了以上的比较任务后, 我们进行了

一个比较焦点测量, 作为对比较焦点的操控检查。具体来说, 让被试表明他们感知以下四组

对象(鲸鱼和海豚, 白酒和红酒, 自行车和摩托车, 水蜜桃和油桃)有多相似(1 = 非常不同, 7 

= 非常相似) (Mussweiler & Damisch, 2008)。而在控制组当中, 被试只观看两个场景图, 没有

比较焦点的操控, 即无需对两个图进行比较并写下他们的相似或不同之处, 直接让他们表明

对四组对象的感知相似性。 

对于实验中需要用到的文化混搭产品, 我们使用的是汉堡(美国文化符号)与月饼(中国

文化符号)的混搭, 并通过改变产品名称和产品介绍来操控不同的框架策略。具体来说, 在

“外国文化−母国文化”的框架策略情况下, 被试看到的是一幅名为“汉堡月饼”的新产品图片。

根据 Rajagopal 和 Burnkrant (2009)的概念组合启动方法, 紧接着提供给被试如下所述的新产

品介绍, 即“汉堡月饼是一款做成汉堡形状的月饼”。而在“母国文化−外国文化”的框架策略

情况下, 被试看到的是同样一幅新产品图片, 不过名称改为“月饼汉堡”, 产品介绍也相应改

为“月饼汉堡是一款使用月饼做成的汉堡”。 

然后, 我们让被试对文化混搭产品做出评价, 采用的是 Shavitt, Swan, Lowrey 和 Wänke 

(1994)提出的一个三项 9 点语义差异量表(好的−差的, 受欢迎的−不受欢迎的, 喜欢的−不喜

欢的; 从−4 到 4)。为了捕捉到被试感知他们的母国文化受到外国文化入侵的程度, 我们采用

了改编自 Cheng (2010)的文化入侵量表, 通过两个题项的 7 点量表来测量被试的感知文化入

侵程度, 分别是“这个新产品代表着美国文化对中国传统的一种侵蚀”和“这个新产品意味着

美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入侵” (1 = 非常不同意, 7 = 非常同意)。作为对文化符号象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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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控检查, 我们采用了 Wan, Torelli 和 Chiu (2010)所提出的文化符号象征性水平测量量表, 

通过四个题项的 7 点量表来测量被试感知文化混搭产品中的文化符号象征着母国文化或外

国文化的程度, 如“月饼/汉堡涉及到了中国/美国文化”等(1 = 非常不同意, 7 = 非常同意)。 

另外, 因为先前的研究已经表明, 消费者的文化认同(Shi et al., 2016)和文化混搭产品的

感知创意性(Peng & Xie, 2016)会影响对文化混搭产品的评价, 因此, 我们对被试的文化认同

水平和文化混搭产品的感知创意性进行了测量。具体来说, 我们采用了 Wan 等(2007)的文化

认同量表, 其中, 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测量包括了全部的五个题项, 但对美国文化的认同测量

则只保留了其中三个题项, 剔除了“身为一个[美国人]对我很重要”和“身为一个[美国人]让我

很自豪”这两个题项, 因为被试都是中国人(1 = 非常不同意, 7 = 非常同意)。而对于文化混搭

产品的感知创意性, 我们采用的是 Peng 和 Xie (2016)所使用的量表, 通过两个题项的 7 点量

表来测量被试对文化混搭产品的感知创意性评价。分别为“这个产品很有创意”以及“这个产

品对我来说很新颖” (1 = 非常不同意, 7 = 非常同意)。最后, 我们还收集了被试的性别和年

龄信息。 

2.3  实验结果分析 

信度分析与操控检查  通过对 279 名调研样本数据的分析发现, 产品评价、感知文化入

侵、母国/外国文化符号象征性、母国文化认同以及创意评价量表的 Cronbach α 分别为 0.92、

0.91、0.82、0.89、0.92 和 0.85, 其中, 外国文化认同量表在剔除“我属于美国文化”这一题项

后的Cronbach α值为 0.85, 都超过了 0.70的可接受标准, 这说明七个测量量表都具有较好的

信度。对于比较焦点的操控检查, 我们将被试对四组物体的评价进行平均形成一个感知相似

性得分, 更高的得分表明更高的感知相似性水平。对这个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揭示出了

比较焦点的一个显著主效应(F(2,276) = 26.09, p < 0.001), 具体来说, 相似性聚焦组的被试相

比差异性聚焦组的被试报告出一个明显更高的感知相似性得分(M 相似组 = 3.93, SD = 1.15 vs. 

M 差异组 = 2.72, SD = 1.13, t(183) = 7.26, p < 0.001, Cohen’s d = 1.07), 同样, 相似性聚焦组的被

试也要比控制组被试报告出更高的感知相似性得分(M 相似组 = 3.93, SD = 1.15 vs. M 控制组 = 

3.26, SD = 1.16, t(184) = 3.99, p < 0.001, Cohen’s d = 0.59)。这说明对比较焦点的操控是成功的。 

产品评价  为了检验消费者比较焦点的调节作用, 我们进行了一个 2(二元文化混搭框

架策略)×3(消费者比较焦点)的双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不仅揭示出了二元文化混搭框架策略

的主效应(F(1,273) = 24.08, p < 0.001), 也揭示出了二元文化混搭框架策略和消费者比较焦

点之间的显著交互作用(F(2,273) = 7.19, p < 0.01) (如图 1 所示)。 

 

图 1  不同比较焦点下的产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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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组情况下, 当文化混搭产品采用“汉堡月饼” (即“外国文化−母国文化”)的框架策

略时, 被试对产品的评价要明显低于采用“月饼汉堡” (即“母国文化−外国文化”)的框架策略

(M 月饼汉堡 = 5.52, SD = 1.60 vs. M 汉堡月饼 = 4.09, SD = 1.59, t(92) = 4.37, p < 0.001, Cohen’s d = 

0.91)时, 这个结果也与前人的研究发现相一致。当启动被试的差异性聚焦时, 采用“外国文化

−母国文化”的框架策略时的产品评价也要明显低于采用“母国文化−外国文化”的框架策略

(M 月饼汉堡 = 5.45, SD = 1.64 vs. M 汉堡月饼 = 3.97, SD = 1.61, t(91) = 4.39, p < 0.001, Cohen’s d = 

0.92)时。然而, 当启动被试的相似性聚焦时, 被试对采用“母国文化−外国文化”与“外国文化−

母国文化”的框架策略时的产品评价之间将不存在显著差异(M月饼汉堡 = 4.71, SD = 1.61 vs. M汉

堡月饼 = 4.80, SD = 1.57, t(90) = −0.27, p = 0.78)。因此, 假设 1 和 2 都得到了实验验证。 

感知文化入侵的中介效应  为了验证感知文化入侵中介了二元文化混搭框架策略对文

化混搭产品评价的影响, 我们采用了 Process 213 工具进行 Bootstrap 中介效应检验。最后的

结果表明, 在 95%置信区间下, 中介检验的结果的确不包括 0 (LLCI = −0.94, ULCI = −0.40), 

表明感知文化入侵的中介效应显著, 且中介效应大小为−0.67 (具体如图 2 所示)。因此, 感知

文化入侵是完全中介了二元文化混搭框架策略对文化混搭产品评价的影响。 

 

 

 

 

 

 

图 2  感知文化入侵的中介效应 

 

接下来, 为了检验消费者比较焦点对二元文化混搭框架策略对文化混搭产品评价影响

的调节效应是受到感知文化入侵的中介作用, 我们进行了一个调节中介效应的检验。最后的

结果表明, 在 95%的置信区间下, 感知文化入侵的确中介了二元文化混搭框架策略和消费者

比较焦点对文化混搭产品评价的交互影响 , 其调节中介效应大小为−0.73, 区间不包括

0(LLCI = −1.03, ULCI = −0.46) (具体如图 3 所示)。其中, 当启动被试的差异性聚焦时, 感知

文化入侵的中介效应显著, 其效应大小为−0.66, Bootstrap 检验的置信区间为(−0.94, −0.41), 

不包括 0, 而当启动被试的相似性聚焦时, 感知文化入侵并不存在中介作用(−0.38, 0.24), 该

区间包含 0。从而, 假设 3 也得到了实验数据的支持。 

 

 

 

 

 

 

 

 

 

 

 

图 3  感知文化入侵的调节中介效应 

 

与此同时, 我们也排除了几个可能混淆中介效应的替代解释。有可能不同的二元文化混

二元文化混搭框架策略 文化混搭产品评价 

感知文化入侵 
(a = 0.98, CI = 0.62−1.34) [b = −0.68, CI = −0.78−(−0.58)] 

(c’ = −0.28, CI = −0.60−0.03) 

(c’ = −0.03, CI = −0.41−0.35) 

二元文化混搭框架策略 文化混搭产品评价 感知文化入侵 

(a’ = 1.07, CI = 0.65−1.50) [b = −0.68, CI = −0.78−(−0.58)] 

消费者比较焦点 

a’表示二元文化混搭框架策略和消费者比较焦点对感知文化

入侵的交互影响 

b 表示感知文化入侵对文化混搭产品评价的影响 

c’表示二元文化混搭框架策略和消费者比较焦点对文化混搭

产品评价的交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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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框架策略会导致对文化混搭产品的不同创意感知, 为此我们进行了一个独立样本 t 检验来

剔除这种替代解释, 最后的结果表明, 不同文化混搭框架策略情况下被试对产品的创意感知

没有显著差异(t = 0.44, p = 0.67)。另外, 也是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 被试对中国文化(t = 

−1.53, p = 0.13)和美国文化(t = 0.10, p = 0.92)的认同也不能够解释他们对文化混搭产品评价

的差异。 

2.4  小结 

本研究再次验证了 Cui 等(2016)的研究结论, 即当文化混搭产品采用“母国文化−外国文

化”的框架策略时, 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要显著高于采用“外国文化−母国文化”的框架策略

时, 且感知文化入侵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更重要的是, 研究还发现, 该主效应存在的一个

前提是, 消费者的注意力聚焦在混搭的两种文化符号之间的差异性而不是相似性上。除此之

外 , 还必须让消费者感知到外国文化 (母国文化 )改变了母国文化 (外国文化 ), 而根据

Rajagopal 和 Burnkrant (2009)的研究可知, 对于同一概念组合来说, 当采用属性解释策略时

更可能引发“改变”的感知, 而当采用关系解释策略时则较不可能引发“改变”的感知。因此,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企业不同解释策略的调节作用。 

 

3  实验 2：企业不同解释策略的调节作用 

实验 2 的主要目的是验证企业不同解释策略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 我们预测, 当采用属

性解释策略时, 消费者对采用“母国文化−外国文化”的框架策略时的产品评价要显著高于采

用“外国文化−母国文化”的框架策略时; 而当采用关系解释策略时, 消费者对采用这两种文

化混搭框架策略时的产品评价之间将不存在明显差异。因在实验 1 中采用的月饼和汉堡的文

化混搭刺激物属于象征性领域(月饼)和物质性领域(汉堡)内的文化符号混搭, 为了拓展研究

结论的普适性, 在实验2中我们将采用两个象征性领域的文化符号进行混搭作为实验刺激物, 

即 Cui 等(2016)在研究中使用的剪纸和米老鼠相结合的文化混搭产品。 

3.1  实验设计与被试 

我们在湖北文理学院招募了 177 名本科生(n 男生 = 91, n 女生 = 86; 平均年龄 20.25 岁)参与

实验, 并将他们随机分配到 2(二元文化混搭框架策略：外国文化−母国文化 vs.母国文化−外

国文化)×2(企业不同解释策略：属性解释 vs.关系解释)的组间设计中的 4 个实验组当中。 

3.2  实验步骤与刺激物 

邀请被试参与一项名为“大学生产品态度调查”, 让他们对一款由美国公司设计的即将

进入中国市场的新产品做出评价。实验中用到的文化混搭产品是米老鼠(美国文化)和剪纸(中

国文化)的混搭, 对于框架策略的操控和实验 1 中的一样, 即“外国文化−母国文化”的框架策

略情况下是“米老鼠剪纸”, 而“母国文化−外国文化”的框架策略情况下是“剪纸米老鼠”。 

而对于不同解释策略的操控, 在属性解释情况下, “米老鼠剪纸”的产品介绍为“米老鼠

剪纸是一款融合了米老鼠特征的剪纸”, 而“剪纸米老鼠”的产品介绍为“剪纸米老鼠是一款融

合了剪纸特征的米老鼠”。在关系解释情况下, “米老鼠剪纸”的产品介绍为“米老鼠剪纸是一

款剪成米老鼠形状的剪纸”, 而“剪纸米老鼠”的产品介绍为“剪纸米老鼠是一款用剪纸方法制

作的米老鼠”。 

我们在正式实验前进行了一个预试验, 以确认上述不同解释策略的操控是成功的。具体

来说, 我们先对概念组合的属性解释和关系解释进行了概念阐述, 并举出示例进行说明, 然

后让被试评价上述 4 种产品介绍是偏向于属性解释还是关系解释(1 = 肯定是属性解释, 7 = 

肯定是关系解释)。我们总共招募了 145 名本科生(n 男生 = 71, n 女生 = 74; 平均年龄 20.54 岁)

参与测试, 每组大约有 35 名被试参与。最后的结果表明, “米老鼠剪纸是一款融合了米老鼠

特征的剪纸”与“米老鼠剪纸是一款剪成米老鼠形状的剪纸”相比, 前者明显更偏向于属性解

释, 而后者则更偏向于关系解释(M 前者 = 2.39, SD = 1.73 vs. M 后者 = 5.03, SD = 1.82, t(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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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p < 0.001, Cohen’s d = −1.51)。而“剪纸米老鼠是一款融合了剪纸特征的米老鼠”与“剪

纸米老鼠是一款用剪纸方法制作的米老鼠”相比, 前者也明显更偏向于属性解释, 而后者更

偏向于关系解释(M 前者 = 2.46, SD = 1.70 vs. M 后者 = 5.22, SD = 1.77, t(70) = −6.74, p < 0.001, 

Cohen’s d = −1.61)。 

之后的步骤同实验 1, 即测量被试对文化混搭产品的评价、感知文化入侵以及文化符号

的象征性水平, 最后再收集被试的人口统计信息, 即性别和年龄。 

3.3  实验结果分析  

信度分析  通过对 177 名调研样本数据的分析发现, 产品评价、感知文化入侵、母国文

化符号象征性水平以及外国文化符号象征性水平量表的 Cronbach α 值分别为 0.96、0.93、0.86、

0.90, 都超过了 0.70 的可接受标准, 这说明四个测量量表都具有较好的信度。 

产品评价  为了检验企业不同解释策略的调节作用, 我们进行了一个 2(二元文化混搭

框架策略)×2(企业不同解释策略)的双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不仅再一次揭示了二元文化混搭

框架策略的主效应(F(1,173) = 9.54, p < 0.01), 也揭示出了二元文化混搭框架策略和企业不

同解释策略之间的一个显著交互效应(F(1,173) = 8.81, p < 0.01) (如图 4 所示)。 

 

图 4  不同解释策略下的产品评价 

 

从图 4 中可以看出, 当对二元文化混搭框架策略采用属性解释时, 被试对“米老鼠剪纸” 

(即“外国文化−母国文化”框架策略)的评价要明显低于对“剪纸米老鼠” (即“母国文化−外国

文化”框架策略)的评价(M 剪纸米老鼠 = 6.63, SD = 1.78, vs. M 米老鼠剪纸 = 4.96, SD = 1.81, t(84) = 

4.28, p < 0.001, Cohen’s d = 0.93)。然而, 当对二元文化混搭框架策略采用关系解释时, 被试

对采用“母国文化−外国文化”与“外国文化−母国文化”的框架策略时的产品评价之间将没有

明显差异(M 剪纸米老鼠 = 5.80, SD = 1.83, vs. M 米老鼠剪纸 = 5.77, SD = 1.85, t(89) = 0.09, p = 0.93)。

因此, 假设 4 和 5 也得到了实验结果的支持。 

感知文化入侵的中介效应  接下来, 为了检验企业不同解释策略对二元文化混搭框架

策略对文化混搭产品评价影响的调节效应是受到感知文化入侵的中介作用, 我们进行了一

个调节中介效应的检验。最后的结果表明, 在 95%的置信区间下, 感知文化入侵的确中介了

二元文化混搭框架策略和企业不同解释策略对文化混搭产品评价的交互影响, 其调节中介

效应大小为 1.10, 区间不包括 0 (LLCI = 0.33, ULCI = 1.94) (具体如图 5 所示)。其中, 当采用

属性解释策略时, 感知文化入侵的中介效应显著, 其效应大小为−1.18, Bootstrap 检验的置信

区间为(−1.73, −0.66), 不包括 0。而当采用关系解释策略时, 感知文化入侵并不发挥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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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9, 0.54), 该区间包含 0。从而, 假设 6 也得到了实验数据的支持。 

 

 

 

 

 

 

 

 

 

 

 

图 5  感知文化入侵的调节中介效应 

 

3.4  小结 

本研究指出, 即便是让消费者聚焦在了混搭的两种文化符号之间的差异性上, 也采用了

不同的文化混搭框架策略, 但在对文化混搭框架策略进行解释时, 若不能通过恰当的解释策

略引发消费者的“改变”感知, 即采用属性解释策略而不是关系解释策略, 便不可能让消费者

产生文化入侵或文化学习的感知, 也就不存在这不同文化混搭框架效应。这即是说, 不同文

化混搭框架效应的存在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消费者的注意力聚焦在混搭的两种文化

符号之间的差异性而非相似性上; 二是必须采用属性解释策略而非关系解释策略对文化混

搭框架策略进行解释。 

 

4  研究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检验了不同文化混搭框架策略对消费者文化混搭产品评价的影响及其潜在作用

机制, 并深入探讨了该主效应存在的两个边界条件, 即消费者比较焦点和企业不同解释策略

的调节作用。最后的研究结果表明, 对于同一文化混搭产品, 当采用“母国文化−外国文化” 

(vs.外国文化−母国文化)的框架策略时, 消费者对文化混搭产品的评价将更高。因为当采用

“母国文化−外国文化”的框架策略时, 会引发母国文化改变了外国文化的感知, 而对于母国

文化的这种“改变”, 人们会觉得其动机是与外国文化进行交流和学习, 从而提高对文化混搭

产品的评价。而当采用“外国文化−母国文化”的框架策略时, 则会引发外国文化改变了母国

文化的感知, 而对于外国文化的这种“改变”, 人们会认为其动机是入侵母国文化, 从而降低

对文化混搭产品的评价。其中, 感知文化入侵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这也再一次验证了 Cui

等(2016)得出的研究结论。 

然而, 更重要的是, 本研究发现上述的不同文化混搭框架效应存在的两个边界条件, 一

是消费者必须聚焦在混搭的两种文化符号之间的差异性而非相似性上。只有感知母国文化与

外国文化之间存在明显不同(即启动差异性聚焦), 当采用不同的文化混搭框架策略时, 才会

引发外国文化(母国文化)改变母国文化(外国文化)的感知; 若感知外国文化与母国文化相似

(即启动相似性聚焦), 当采用不同的文化混搭框架策略时, 则较不可能产生母国文化(外国文

化)改变外国文化(母国文化)的感知。二是对于不同的文化混搭框架策略必须采用属性解释而

不是关系解释。即便消费者注意到混搭的两种文化符号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但若不能引发他

们产生母国文化(外国文化)改变外国文化(母国文化)的感知, 上述的不同文化混搭框架效应

也不会存在。只有当采用属性解释时, 即强调外国文化(母国文化)具有母国文化(外国文化)

(c’ = 0.53, CI = −0.22−1.27) 

二元文化混搭框架策略 文化混搭产品评价 感知文化入侵 

[a’ = −1.25, CI = −2.15−(−0.34)] [b = −0.88, CI = −1.00−(−0.76)] 

企业不同解释策略 

a’表示二元文化混搭框架策略和企业不同解释策略对感知文

化入侵的交互影响 

b 表示感知文化入侵对文化混搭产品评价的影响 

c’表示二元文化混搭框架策略和企业不同解释策略对文化混

搭产品评价的交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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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些特征, 才会产生母国文化(外国文化)改变外国文化(母国文化)的感知; 而当采用关系

解释策略时, 即强调母国文化与外国文化具有某种主题关系时, 则较不可能产生母国文化

(外国文化)改变外国文化(母国文化)的感知。 

4.2  理论贡献 

本研究基于企业的营销传播视角, 采用框架理论, 深入探讨了不同文化混搭框架策略对

消费者的文化混搭产品评价的影响, 对当前的文化混搭以及全球化的文化影响研究都具有

一定的理论贡献。具体来说,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本研究从营销传播的视角出发, 探讨了消费者对文化混搭产品的评价, 拓展了文

化混搭的相关研究。现有的相关研究主要都是从文化混搭产品的设计特征和消费者的个体特

征等展开, 前者如不同文化的符号特征(Yang et al., 2016)以及文化符号的混搭特征(Chiu et 

al., 2009; Cheon et al., 2016)等, 后者如认知(Leung & Chiu, 2010; Fu, Zhang, Li, & Leung, 

2016)、动机(Torelli et al., 2011)以及价值观(Keh, Torelli, Chiu, & Hao, 2016)等, 但是消费者对

产品的评价不仅会受到产品自身因素和消费者因素的影响, 还会受到企业的营销传播因素

的影响(Homer & Yoon, 1992), 本研究从营销传播这一新的视角来探讨文化混搭, 分析了不

同的文化混搭框架策略对消费者的文化混搭产品评价的影响, 从而可以更加全面和多元的

角度对文化混搭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剖析, 这是对现有文化混搭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其次, 本研究深入揭示了在全球化过程中外国文化的进入引发消费者的排斥性反应的

内在机理, 从而丰富了现有的全球化文化影响研究。先前有关文化排斥以及文化混搭的研究

指出, 个体对外国文化的流入或者是外国文化与当地文化的混搭持排斥性反应必须满足两

个条件, 一是进入当地的外国文化符号被感知为外国的代表性文化, 二是感知外国文化可能

会威胁或侵蚀当地文化的完整性与生命力(Yang et al., 2016; Shi et al., 2016)。然而, 对于在何

种情况下会引发消费者产生外国文化威胁或侵蚀当地文化却并不清楚, 而本研究就对其中

的内在机理进行了深入剖析, 指出消费者将外国文化的进入感知为对当地文化的威胁或入

侵主要是因为, 他们认识到了外国文化与母国文化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然后又感知到外国文

化可能“改变”母国文化, 即使得母国文化的原有特征变得模糊、消失或是具有了外国文化的

某些特征, 致使母国文化的纯洁性与完整性受到了威胁或破坏, 进而引发消费者的文化入侵

感知, 从而导致对外国文化的进入产生排斥性反应。  

最后, 本研究确立了不同文化混搭框架效应的边界条件, 从而极大的拓展了前人的研究

结论的普适性。先前的研究指出, 当文化混搭产品采用“母国文化−外国文化”的框架策略时, 

消费者的产品评价要明显高于采用“外国文化−母国文化”的框架策略时(Cui et al., 2016), 但

本研究提出这一研究结论并不总是正确的, 只有当启动的是消费者的差异性聚焦以及采用

属性解释策略时, 先前学者的研究结论才是正确的。因为根据 Rajagopal 和 Burnkrant (2009)

的研究可知, 对于采用“外国文化−母国文化”和“母国文化−外国文化”这样的概念组合标签

的文化混搭产品来说, 只有当消费者感知到母国文化与外国文化存在明显差异, 以及采用属

性解释强调外国文化(母国文化)的某一或某些属性或特征转移到了母国文化(外国文化)之上

时, 才会引发消费者的外国文化(母国文化)改变了母国文化(外国文化)的感知, 进而增强(削

弱)他们的文化入侵感知。而当启动的是消费者的相似性聚焦和采用关系解释策略时, 这一

效应将会消失。这就为先前的研究结论找到了边界条件, 是对前人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和权变

性的探索。 

4.3  管理贡献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 文化混搭产品变得越来越普遍, 企业面临的一个关键便是如何

提高消费者对文化混搭产品的接受程度。本研究恰好能为企业的文化混搭产品的营销推广提

供一些实践启示：首先, 企业在给文化混搭产品命名时, 应该采用“母国文化−外国文化”的框

架策略, 即东道国消费者的母国文化符号作为修饰类别, 而企业所在国的文化符号作为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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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其次, 并不是所有的文化混搭产品都适合采用“母国文化−外国文化”的框架策略, 有些产

品只能采用“外国文化−母国文化”的框架策略。此时, 企业便可以通过广告等方式来让消费

者更多的去关注外国文化符号与母国文化符号之间的相似性, 以降低外国文化改变母国文

化的感知。最后, 企业还可以通过不同的产品介绍方式来提高消费者对采用不同的文化混搭

框架策略的文化混搭产品的评价。 

4.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当然, 本研究也有一些局限之处, 还有待未来研究的进一步探讨。首先, 本文得出的研

究结论都是在实验室获得的, 它是否能原封不动的推广到现实生活中, 或者说如何才能在现

实中更好的运用并推广该研究结论并未进行深入的探讨, 在未来的研究中可进一步做出完

善。其次, 在本研究中, 作为实验刺激物的文化混搭产品只采用了“月饼汉堡”和“剪纸米老

鼠”, 未来可以更多的使用其他的文化混搭产品来验证相关的研究结果, 以增强研究结论的

普适性。第三, 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 当促使个体聚焦于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似性(vs.差异性)

时, 将会削弱不同的文化混搭框架效应。可以看出, 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消费者对两种文化

之间的主观感知差异性,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检验两种文化之间的客观差异性是否也能得

出同样的结论。最后, 彭璐珞和赵娜(2015)提出可以把文化划分成三个不同的领域：物质性、

象征性和神圣性领域, 人们对物质性领域的文化符号的混搭的接受程度最高, 象征性领域次

之, 最难接受神圣性领域的文化符号的混搭。在本研究中, 混搭的文化符号主要来自于物质

性和象征性领域, 并未涉及到神圣性领域, 未来研究有必要验证一下, 当涉及到神圣性领域

的文化符号混搭时, 现有研究结论是否还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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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interpretation frame on the evaluation of culturally mixed 

product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omparison focus and interpret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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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search Center For Organizational Marketing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Culturally mixed products are products in which cultural symbols from two or more countries 

are presented simultaneously. This perception promotes categorical perceptions of culture and 

draws attention to cultural differences, which in turn enhances the perceived incompatibility of the 

two cultures. This perception, when coupled with a situation-induced cultural defense mindset, 

can lead to exclusionary reactions for culturally mixed products. The articles in the present special 

issue studied four major features of culturally mixed products: (a) the involvement of in-group 

culture, (b) the extent of mixing between cultures, (c) the level of cultural symbolism, and (d) the 

direction of cultural influence, all of which lack the perspective of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to 

discuss how to weaken consumers’ exclusionary reactions for cultural mixing stimul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s’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this study explored how the bicultural 

framing strategy (“foreign-culture home-culture” vs. “home-culture foreign-culture”) influence 

consumers’ culturally mixed products evaluation, and further examine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omparison focus and interpretation strategy.  

This study used two main experiments to test the hypothesis. Experiment 1 sought evidence 

of how people evaluate culturally mixed products under a different framing strategy and how they 

evaluat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omparison focus. A total of 279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rom a 

university in central China participated in experiment 1.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six conditions in a 2 (bicultural framing) × 3 (comparison focus) between-subjects design. The 

participants were informed to participate in two unrelated studies. First, they were told to 

participate in an “observation and comprehension study”, which functioned to serve its real 

purpose of manipulating the comparison focus. Then, the second study was a “new product 

survey”, in which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assess a new American-designed product entering 

the Chinese market. Experiment 1 used a culturally mixed product made up of moon-cake 

(Chinese culture) and hamburger (Western culture). In the “foreign-culture home-culture” strategy 

condition, the product is titled “Hamburger moon-cake”. In the condition of “home-culture 

foreign-culture” strategy, the title is “Moon-cake hamburger”. The objective of experiment 2 was 

to examin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terpretation strategy. A total of 177 undergraduate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new product survey”. The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four 

conditions in a 2 (bicultural framing) × 2 (interpretation strategy) between-subjects design. 

Experiment 2 used a culturally mixed product made up of paper-cutting (Chinese cultu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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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key Mouse (Western culture).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 1 showed a significant effect of bicultural framing strategy on the 

evaluation of culturally mixed products (F(1,173) = 9.54, p < 0.01) as well as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of bicultural framing strategy and comparison focus (F(2,273) = 7.19, p < 0.01). In the 

difference comparison group, when culturally mixed products adopted the “foreign-culture 

home-culture” (i.e., “Hamburger moon-cake”) strategy, it led to a less favorable evaluation 

relative to the “home-culture foreign-culture” (i.e., “Moon-cake hamburger”) strategy (M Moon-cake 

hamburger = 5.45, SD = 1.64 vs. M Hamburger moon-cake = 3.97, SD = 1.61, t(91) = 4.39, p < 0.001, 

Cohen’s d = 0.92). However, in the similarity comparison group, the product evaluations did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two framing strategy conditions (M Moon-cake hamburger = = 4.71, SD = 

1.61 vs. M Hamburger moon-cake = 4.80, SD = 1.57, t(90) = -0.27, p = 0.78). This study also found that 

the effect of bicultural framing strategy on culturally mixed products was fully mediated by 

perceived cultural intrusion.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 2 showed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between 

bicultural framing strategy and interpretation strategy (F(1,173) = 8.81, p < 0.01). When the 

enterprises adopted the property interpretations, the product evaluation in the “foreign-culture 

home-culture” condition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home-culture foreign-culture” condition (M 

Paper-cut Mickey Mouse = 6.63, SD = 1.78, vs. M Mickey Mouse paper-cut = 4.96, SD = 1.81, t(84) = 4.28, p < 

0.001, Cohen’s d = 0.93). However, when the enterprises adopted the relational interpretations, the 

product evaluations did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two framing strategy conditions (M 

Paper-cut Mickey Mouse = 5.80, SD = 1.83, vs. M Mickey Mouse paper-cut = 5.77, SD = 1.85, t(89) = 0.09, p = 

0.93). 

Our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culturally mixed products. Though 

previous research on culturally mixed products is mostly from the consumers’ perspective and the 

product design perspective, it lacks 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that 

discusses how to improve the consumers’ product evaluation. Our research, through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bicultural framing strategy on the evaluation of culturally mixed products, opens 

up a new perspective to study the phenomena of cultural mixing. We also found boundary 

conditions for the effect of bicultural framing strategy. The different bicultural framing effects 

only exist when the consumers focus on differences and when the enterprises adopt property 

interpretations. When the consumers focus on similarities and when the enterprises adopt 

relational interpretations, this effect disappears. Furthermore, our research tells the companies that 

a “home-culture foreign-culture” strategy will be an effective way to form a positive evaluation on 

culturally mixed products. 

Key words: culturally mixed products; cultural mixing; framing strategy; comparison focus; 

interpret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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